


















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于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热点。1988年12月，武汉地区首届“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1989年8月，全国首届“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大连举行；1990年3月，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在成都召开首届年会；1991年4月，北京市语言学会下属“语言与文化研究会”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1992年8月，全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在杭州成立；1994年12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并召开首届研讨会。我国的“文化热”已不亚于早些时候的“外语热”。在这场研究热潮中，我国外语学界大力翻译、介绍外国的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中外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89年，邓炎昌、刘润清著的《语言与文化》，对英汉语言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可谓外语学界的开山之作。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四所大学的英文校名，已分别改为“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和“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这也可以说明有关院校已重视把语言与其他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与研究。



































② 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汉英语法特征。例如，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在汉语语法中所体现的“人治”，重意合，重意念连贯（semantic coherence），结构不求齐整，句子以意役形、以神统法，句段流泻铺排，采用散点句法，因而“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和灵活性；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在英语语法中所体现的“法治”，重形合，重形式接应（formal cohesion）,结构要求齐整，句子以形寓意，以法摄神，句段严密规范，采用焦点句法，因而“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且富于强制性。
③ 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思维方式及其汉英表现方法。从中西文化差异（如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历史传统、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方面）解释前面所述的汉英不同思维方式及其表现方法。例如体现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中庸和谐、阴阳学说和辩证思维在汉语的表现之一是：追求均衡美和对称美，喜用对偶、排比、重复、重叠的表达法，以及常用同义组合和反义合成的四字格；体现西方科学型文化的逻辑理性、客体思辨和抽象思维在英语的表现之一是：追求名词化、物称化和抽象化，崇尚客观、间接、错落和规范的表达法。
(3) 应用研究。汉英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地应用于跨文化交际、汉英互译和语言教学等领域里。事实上，这些领域已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可视为汉英文化语言学的相关学科或应用学科。
A. 跨文化交际学。指跨越不同文化的言语交际（verbal communication）和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 1971）所提出的“交际能力”，包括四方面的内容：① 能分辩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② 能分辨实际可被接受的语言形式；③ 能分辨恰当或得体的语言形式；④ 能分辨一种语言形式的常用程度。此外，还有非语言形式的问题，如能分辨身势语（body language）或无声的语言（silent language）的不同涵义，包括身体的姿势、头部的动作、面部的表情、眼睛的使用（眼神、开眼、闭眼、眨眼、目光接触等）、手臂的动作、对时间的态度（交际的准备、开始、结束，时间的掌握等）、对空间的态度（交际者之间的距离、在交际不同场合对空间的掌握等）、不同的交际习惯等。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交际能力便是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其中认识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必然产生种种矛盾和问题，专门研究这类矛盾和问题的学科，便是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影响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因素，有语言方面的，也有非语言方面的。这里涉及交际者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心理特征、思维模式、时空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表达方式等等一系列有关社会、民族和文化的背景和传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用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框框套套去观察其他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常常产生民族或文化偏见。人们在交际中若不能顺应民族文化差异，便产生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和交际失误。诸如此类都是这门学科所要研究的课题。
60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兴起。当时美国正处于肯尼迪时期，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首次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种种文化冲击，有的队员甚至承受不了，要求退出和平队回国。这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觉得很有必要研究外国文化。此外，随着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许多北美人首次到国外旅游，也经历了痛苦的文化冲击。50-60年代又是美国语言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学家从大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中认识到，文化的大部分是隐性的（covert culture）,人们又往往缺乏自觉的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 awareness）,必须加以深入研究。50年代末，美国出版了两本书，引起了全美社会的很大反响。一是1958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作家 Eugene Burdick和 William Lederer 所著的短篇小说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该书着力刻画50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人及其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把此书发给其外交官，让他们当作一面镜子来对照。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全美社会的注意，后来此书书名也成了一个成语，专指居住在外国的美国人的令人反感的形象，尤指漠视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美国人。另一本书是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Hall 所著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此书的早期广告曾以这样醒目的提问开始：“我们为何是丑陋的美国人？”（Why are we Ugly Americans?）作者在此书及以后的著作中所提供的答案奠定了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该书叙述了50年代美国对外经援人员由于对受援国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而遭遇的种种挫折。作者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论证了解和研究异国文化的必要性，指出提高文化意识（cultural literacy）的重要性。该书论据丰富，涉及美洲、亚洲、大洋洲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社会现象、风俗习惯等，提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一套基本理论，对文化的本质、结构和模式作了系统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并结合实际阐述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的途径。
60年代，美国已有一些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至今已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一门至几门这类课程。有些大学还授予跨文化交际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美国的“跨文化教育、训练和研究学会”（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这门学科正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注意。
我国学者于80年代初开始介绍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随后成立了有关研究学会并举办研讨会，有的大学还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但时至今日，从已出版或发表的论著和选读本来看，仍然有待于深入探讨跨文化交际学（尤其是结合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科理论建构。










Hymes, D. 1971.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ride, J.B. and Holmes, J.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邓炎昌、刘润清，1989年，《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段连城，呼吁：请译界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中译英技巧文集》，1992年，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胡文仲，1990，Selected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连淑能，1993年，《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宓庆，1992年，《汉英对比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邵敬敏、方经民，1991，《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谭载喜，1984年，《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王宗炎，1985，《语言问题探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佐良，1984，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翻译通讯 》第1期。
杨自俭、李瑞华，1990年，《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原载黄国文、张文浩主编：《语文研究群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PAGE  



10



